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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土地流转是中国农业生产实现从小农户到规模经营转型的关键。 本文构

建理论模型刻画了土地流转、农户就业选择与农业生产效率间的关系，强调土地流转不仅

能直接提高农地配置效率，还通过影响农户就业选择和技术采用，间接提高农业全要素生

产率，并估计了土地流转对农户转型和农业生产的影响程度。 定量结果表明，若有效配置

土地资源，农业生产将实现从小农户到规模经营的转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高

７１. ０２％ 。 劳动力市场改革、农产品价格调整等均会影响农户转型和农业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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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土地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必备要素之一，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对农户就业、农业生产及宏观经济

增长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农村土地问题，中央政府形成了“落实农村土

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土地承包权、放活农地经营权”这一农地工作新思路（刘守英，２０２２）。 党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重要抓

手。 ２０２３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要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土

地流转是实现农业生产从小农户向规模经营转变的关键，在此背景下，一个重要问题是：土地流转

对农户转型和农业生产效率有怎样的影响？ 尤其是在户籍改革逐步深化、农地流转补贴、农产品价

格等政策频繁调整下，土地流转在提高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伴随着农户耕种面积的扩大，农
业生产方式、技术等也将随之发生改变。 因此，土地流转不仅关乎农户切身利益，更关系着国家粮

食安全。 土地流转对农户转型和农业生产效率影响的传导机制和影响程度尤其值得关注。 对此问

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理解土地资源配置对农户就业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丰富农户行为和

资源误配的研究，而且对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土地流转对农业生产效率存在多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直接配置效应。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下，农村土地平均分配，忽略了农户在农业生产效率上的差异，会导致土地资源误配。 土地流转

可以将土地由低效率的农户转向高效率的农户，从而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直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另一方面，动态效应或间接效应。 随着土地流转市场的建立，农户农业生产所面临的土地约束将随

之改变，农户的就业行为也将相应调整，只有真正具有比较优势的农户才继续进行农业生产。 从现

实来看，农业技术使用同样受到农户经营规模的约束。 土地流转使得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可能

推动农户采用现代生产技术，从而间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基于上述机理，本文研究了土地流转对

农户就业和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探讨了土地流转影响农户决策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机制，并定量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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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了其影响程度。 具体而言，本文从现实出发，建立理论模型刻画了农户就业与农业技术选择决

策，明确了土地流转对农户转型和农业生产影响的传导机制，并进一步使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

据对模型进行校准，定量评估了土地流转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最后结合实际模拟分析了不同政

策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定量研究表明，相比于 ２０１３ 年，近年来的土地流转使得农业全要素生

产率提高了 １７. １５％ ；未来若土地得到有效配置，农业生产将实现从小农户经营向规模经营的转

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高 ７１. ０２％ 。 此外，劳动力市场改革、农产品价格、农业补贴调整和技

术进步均会影响农户转型和农业生产效率。 本文主要贡献有二：一是，构造理论模型刻画了农户的

就业和技术选择，明晰了土地流转对农户转型和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机制，强调了土地资源误配的

动态影响；二是，结合中国农村实际，在土地资源误配的基础上进一步评估了劳动力市场改革、农产

品价格调整等对农户转型和农业生产的影响。
本研究一方面与土地流转有关。 钟甫宁和纪月清（２００９）、孙琳琳等（２０２０）研究了农地调整、

农地确权等对农业生产、投资等的影响；钱忠好（２００８）、程令国等（２０１６）则分别研究了劳动力市场

发展、农地确权等对农地流转的影响；而冒佩华等（２０１５）则评价了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劳动生产

率的影响；郜亮亮（２０２０）分析了中国种植类家庭农场的土地形成及其使用特征。 Ｃｈａｒ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研究了《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所带来的土地流转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研究表明《土地承包

法》的实施使中国农业总产出和生产效率分别提高了 ８％和 １０％ 。 周力和沈坤荣（２０２２）发现农地

“三权分置”改革可以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率提高农户收入，刘守英（２０２２）系统分析了中国农地制度

的改革进程。
另一方面，本研究也与资源误配相关。 Ｈｓｉｅｈ ＆ Ｋｌｅｎｏｗ（２００９）提出可以使用价值全要素生产

率（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ｖｅｎｕｅ，记为 ＴＦＰＲ）的离散程度来衡量资源配置效率，若中国的资源

配置效率能够达到美国的水平，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将提高 ３０％—５０％ 。 龚关和胡关亮

（２０１３）、盖庆恩等（２０１７）等延续了 Ｈｓｉｅｈ ＆ Ｋｌｅｎｏｗ（２００９）的思路，分别研究了中国制造业和农业

的要素资源误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献表明要素市场扭曲不仅造成静态效率损失，而且还会影

响企业动态决策，扭曲企业行为并产生动态效率损失（Ｍｉｄｒｉｇａｎ ＆ Ｘｕ，２０１４），资源误配的动态影响

需要引起足够重视（Ｒｅｓｔｕｃｃｉａ ＆ Ｒｏｇｅｒｓｏｎ，２０１７）。 具体到土地，Ａｄａｍｏｐｏｕｌｏｓ ＆ Ｒｅｓｔｕｃｃｉａ（２０１４）发
现由于制度约束，土地资源误配在欠发达国家广泛存在。 Ｃｈｅｎ（２０１７）发现土地产权不清会阻碍土

地流转，并降低欠发达国家农业的生产效率；如果明晰土地产权，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可提高

８２. ５％ 。 盖庆恩等（２０１７）、Ｒｅｓｔｕｃｃｉａ ＆ Ｓａｎｔａｅｕｌａｌｉａ⁃Ｌｌｏｐｉｓ（２０１７）分别研究了中国和马拉维的土地

资源配置情况。 上述文献主要考虑了要素市场扭曲所带来的直接效率损失。 Ａｄａｍｏｐｏｕｌｏｓ ＆
Ｒｅｓｔｕｃｃｉａ（２０２０）关注了 １９８８ 年菲律宾土地制度改革对农户就业选择和农业生产技术选择的动态

影响，研究发现该项改革导致菲律宾农户的经营规模和农业生产效率分别下降了 ３４％ 和 １７％ 。
Ａｄａｍｏｐｏｕｌｏ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研究了土地资源误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

响，但并未考虑土地流转后农户农业生产技术的变化。 Ｃｈｅｎ（２０２０）发现农户经营规模会正向影响

农业机械和现代生产技术的采用。 Ｆｏｓｔｅｒ ＆ Ｒｏｓｅｎｚｗｅｉｇ（２０２２）也发现土地规模对农户机械采用具

有重要影响，而龚斌磊（２０２２）从多个维度考察了中国农业技术扩散和生产率差距扩大的现象。 在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逐步深入，同时劳动力市场、农产品市场改革等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从小农

户向规模经营转型的过程中，土地流转对农户的技术选择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
本文后续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从农户行为出发构建符合中国现实的理论模型，分析农户

就业和生产技术选择的决策机制；第三部分，在理论模型基础上，结合中国现实估计参数并对模型

进行校准；第四部分，定量评估不同政策下农户的就业行为和技术选择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最
后总结本文的研究发现，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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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论模型

本部分将从中国现实出发，聚焦土地流转背景下小农户与规模经营户的农业生产差异，构建包

含土地与劳动力市场的农户就业模型，并基于此刻画农户的就业和技术选择，揭示农户选择的内在

机理，建立土地流转、农户转型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为后续定量分析提供理论基础。
（一）基本假设

１． 土地分配

假设经济中有 Ｎ 个代表性个人，每个人都有唯一的户籍状态：农业户口（Ｒ）或城镇户口（Ｕ）。
其中，农业户口的个人数量为 ＮＲ，城镇户籍的个人数量为 ＮＵ，城镇化率（ ｓＵ）为：

ｓＵ ＝
ＮＵ

Ｎ ＝
ＮＵ

ＮＲ ＋ ＮＵ
（１）

　 　 该经济中耕地面积总量为Ｌ，仅能用于农业生产且全部为农村人口所有。 在家庭承包责任制

下，耕地按照人口数量进行平均分配。 假设代表性个人 ｉ 承包耕地面积ｌｉ，理想状态下每个人都将

获得相同的耕地数量，即：

ｌｉ ＝ ｌ ＝ Ｌ
ＮＲ

（２）

　 　 ２． 农业经营能力

经济中有农业（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简写为 ａ）和非农（ｎ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简写为 ｎ）两个部门，分别生产农

产品和非农产品。 劳动力可以选择在农业部门或非农部门工作，其在两个部门的能力存在差异，代
表性农户均拥有一单位的非农生产能力，而在农业部门的生产经营能力为 ｚａ，ｉ。 本文假设经济中流

转土地的平均租金为 ｑ，但不同农户的土地流转价格存在差异，农户真实土地流转租金为 τｉｑ。 此

处 τｉ 意味着农户间土地流转价格（或土地边际产出）存在差异，其分布情况反映了农地资源的扭曲

程度（Ｈｓｉｅｈ ＆ Ｋｌｅｎｏｗ，２００９）。 Ａｄａｍｏｐｏｕｌｏ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的研究表明农户土地市场扭曲与其农业

生产效率并非独立，而是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农户经营能力越强，其土地的边际产出越高。 因此，假
设农户面临的土地市场扭曲程度（τｉ）与其农业生产效率（ ｚａ，ｉ）服从均值为 ０，方差分别为 σ２

τ 和 σ２
ｚ ，

协方差为 στｚ的联合对数正态分布，即：
ｌｏｇτｉ

ｌｏｇｚａ，ｉ

æ

è
ç

ö

ø
÷ ～ Ｎ ０

０
æ

è
ç ，

σ２
τ 　 στｚ

στｚ 　 σ２
ｚ

æ

è
ç

ö

ø
÷

ö

ø
÷ （３）

　 　 ３． 生产函数

农业生产：代表性农户投入土地、劳动和农业生产技术采用 Ｃ⁃Ｄ 生产函数进行生产，即：
ｙａ，ｉ ＝ （Ａａｋｉｚａ，ｉ） １－α（ ｌβｉ ｈ１－β

ｉ ） α （４）
　 　 此处，ｙａ，ｉ为农户 ｉ 的农业产出，ｌｉ 和 ｈｉ 分别为该农户投入的土地和劳动数量，α 衡量了要素投

入的收入份额，β 则进一步衡量了土地占要素投入的比重。 ｚａ，ｉ为农户 ｉ 的农业生产经营能力；Ａａ 为

通用生产技术，所有农户均相同；ｋｉ 衡量了小农户与规模经营户的技术差异。 当前中国农业生产正

处于小农户向规模经营的转型中，相比于小农户，规模经营户的农业生产技术更加先进。 第三次农

业普查显示，２０１６ 年全国户均拥有拖拉机 ０. １２９７ 台，插秧机 ０. ００３３ 台，联合收割机 ０. ００５５ 台；而
中国家庭农场发展报告（２０１８）则显示家庭农场户均拥有拖拉机 １. ９９ 台，插秧机 ０. ３８ 台，联合收割

机 ０. ５１ 台，后者分别是前者的 １５. ３５ 倍、１１５. ９２ 倍和 ９２. ８０ 倍。 为此，本文假设农业生产存在传统

（Ｔ）和现代（Ｍ）两种不同技术，农户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不同技术下的农业生产效率为：

ｋｉ ＝ １，传统生产技术

ｋ ＞ １，现代生产技术
{ ；Ｃ ｉ ＝ ０，传统生产技术

Ｃ ｆ ＞ ０，现代生产技术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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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 ｉ 为农户 ｉ 采用技术的投入成本，对于传统生产技术，农户不需要投入固定成本，此时 Ｃ ｉ ＝ ０；
对于现代生产技术，其存在进入门槛，农户需要投入固定成本 Ｃ ｆ，且 Ｃ ｆ ＞ ０。

非农部门：企业投入技术、劳动和资本采用规模报酬不变的 Ｃ⁃Ｄ 函数进行生产，即：
Ｙｎ ＝ ＡｎＫ１－γ

ｎ Ｈγ
ｎ （６）

　 　 此处，Ｙｎ 为非农部门的产出，Ａｎ 为相应的生产效率，Ｋｎ 为资本投入，Ｈｎ 为有效劳动投入，γ 为

劳动收入份额，非农部门的工资水平为 ｗｎ。 对于非农部门其劳动投入既包含城镇户口，也有农业

户口。 基于中国现实情况，假设城镇户口劳动力全部进入非农部门，流动劳动力的数量为 ＨＲ，ｎ，则
非农部门的劳动投入可以表示为：

Ｈｎ ＝ ＮＵ ＋ ＨＲ，ｎ （７）
　 　 考虑到中国存在较为严重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农村户籍的劳动力并不能够自由进入非农部门，
农业和非农部门间的劳动力工资存在较大差异（袁志刚和解栋栋，２０１１；孙文凯等，２０１１；杨曦和徐

扬，２０２１）。 农业劳动力进入非农部门后的真实收入（ｗａ）与非农部门工资存在如下关系：
ｗａ ＝ （１ － θ）ｗｎ，其中 ０ ≤ θ ＜ １ （８）

　 　 θ 衡量了农业劳动力在非农劳动力市场上受到的歧视程度，θ 越大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越高。
（二）农户的选择

农户是理性的，追求收入最大化。 在上述定义的经济中，根据农户在农业生产中投入的时间和

采用的技术可以将农户的就业选择划分为以下情况：退出农业进行外出务工（ｗｏｒｋｅｒ，简写为 ｗ），

此时农户的纯收入记为Ｉ
～
ｗ，ｉ；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外出打工，即兼业农户（ｐａｒｔ⁃ｔｉｍ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简写

为 ｐａ），此时农户的纯收入记为 Ｉ
～
ｐａ，ｉ；从事农业生产且采用传统技术，即全职小农 （ ｆｕｌｌ⁃ｔｉｍ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简写为 ｆａ），此时农户的纯收入记为Ｉ
～
ｆａ，ｉ；采用现代生产技术进行农业生产，即规模经营

户（ｓｃａｌｅ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简写为 ｓａ），此时农户的纯收入记为Ｉ
～
ｓａ，ｉ。 农户追求纯收入（或利润）

最大化，其就业选择可以表示为：

Ｏｉ ＝ ａｒｇ ｍａｘ｛ Ｉ
～
ｗ，ｉ，Ｉ

～
ｐａ，ｉ，Ｉ

～
ｆａ，ｉ，Ｉ

～
ｓａ，ｉ｝ （９）

　 　 外出务工：农户外出务工时，其将全部劳动投入到务工中，获得工资 ｗａ，同时农户将其自身承

包的土地进行流转，获得相应的收入 τｉｑ ｌｉ。 此时，该农户的纯收入可以表示为：

Ｉ
～
ｗ，ｉ ＝ ｗａ ＋ τｉｑ ｌｉ （１０）

　 　 兼业小农：农户采用传统技术进行农业生产，农户进行农业经营的利润可以表示为：
πｐａ，ｉ ＝ Ｃπｘｉ （１１）

　 　 其中，Ｃπ ＝ １ － α
α １ － β( )

ｗａ ｑ １ － β
β

ｑ
ｗａ

æ

è
ç

ö

ø
÷

αβ － １

[ ]
－ １
１ － α

（αＰβ）
１

１ － αＡａ，ｘｉ ＝ ｚａ，ｉ τｉ
－ αβ
１ － α。 变量 ｘ 衡量了农户农

业生产时的有效生产效率，是农户自身生产效率（ ｚａ，ｉ）的增函数，是农户土地流转成本（τｉ）的减函

数。 对该农户而言，其从事农业生产时的纯收入可表示为：
Ｉｐａ，ｉ ＝ πｐａ，ｉ ＋ ｗａｈｐａ，ｉ ＋ ｑτｉ ｌｐａ，ｉ ＋ ｑτｉ（ ｌｉ － ｌｐａ，ｉ） ＝ πｐａ，ｉ ＋ ｗａｈｐａ，ｉ ＋ ｑτｉ ｌｉ （１２）

　 　 其中，πｐａ，ｉ为农户农业生产的净利润，ｗａｈｐａ，ｉ为农户投入自身劳动所获得的劳动收入，ｌｐａ，ｉ为农

户投入的土地，ｌｉ 为农户自身所拥有的土地面积，若 ｌｐａ，ｉ≤ｌｉ，此时农户用于生产的土地面积小于其

自有面积，农户将出租剩余土地，获得的租金收入为：ｑτｉ（ ｌｉ － ｌｐａ，ｉ）。 若 ｌｐａ，ｉ ＞ ｌｉ，此时农户农业生产

投入的土地面积高于其自身面积，农户将租入土地面积（ ｌｐａ，ｉ － ｌｉ），支付的租金为：ｑτｉ（ ｌｐａ，ｉ － ｌｉ）。
由于农户兼业，此时农户在非农部门投入的工作时间为（１ － ｈｐａ，ｉ），获得的工资性收入为 ｗａ

（１ － ｈｐａ，ｉ），同时由于兼业农户需支付固定成本 Ｃｍ。 因此，农户外出务工获得的纯收入将为：ｗａ

８３１

盖庆恩等：从小农户经营到规模经营：土地流转与农业生产效率



（１ － ｈｐａ，ｉ） － Ｃｍ。 综合上述两种情况，兼业农户的纯收入可以表示为：
�Ｉｐａ，ｉ ＝ πｐａ，ｉ ＋ ｗａｈｐａ，ｉ ＋ ｑτｉ ｌｉ ＋ ｗａ（１ － ｈｐａ，ｉ） － Ｃｍ ＝ πｐａ，ｉ ＋ ｗａ ＋ ｑτｉ ｌｉ － Ｃｍ （１３）

　 　 全职小农：若该农户全职从事农业生产，则农户在农业生产中投入的劳动数量为 ｈｆａ，ｉ。 若 ｈｆａ，ｉ

≤１，农户仅投入自身劳动进行生产，此时农户进行农业生产获得的纯收入将为：
�Ｉｆａ，ｉ（ｈａ，ｉ ≤１） ＝ πｆａ，ｉ ＋ ｗａｈｆａ，ｉ ＋ ｑτｉ ｌｆａ，ｉ ＋ ｑτｉ（ｌｉ － ｌｆａ，ｉ） ＝ πｆａ，ｉ ＋ ｗａｈｆａ，ｉ ＋ ｑτｉ ｌｉ （１４）

　 　 若 ｈｆａ，ｉ ＞ １，农户不仅将自身劳动全部投入到农业生产中，而且还将雇佣劳动力投入到农业中，
此时进行农业生产所获得的纯收入将为：

�Ｉｆａ，ｉ（ｈｆａ，ｉ ＞ １） ＝ πｆａ，ｉ ＋ ｗａ ＋ ｑτｉ ｌｆａ，ｉ ＋ ｑτｉ（ ｌｉ － ｌｆａ，ｉ） ＝ πｆａ，ｉ ＋ ｗａ ＋ ｑτｉ ｌｉ （１５）
　 　 综合上述两种情况，若农户全职从事农业生产，则农户的纯收入可以表示为：

�Ｉｆａ，ｉ ＝ πｆａ，ｉ ＋ ｗａｍｉｎ｛ｈｆａ，ｉ，１｝ ＋ ｑτｉ ｌｉ （１６）
　 　 规模经营：与全职小农相似，若农户进行规模经营，则其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可以表示为（πｓａ，ｉ ＋
ｗａｍｉｎ｛ｈｓａ，ｉ，１｝ ＋ ｑτｉ ｌｉ）。 同时，由于农户采用现代生产技术，其将支付成本 Ｃ ｆ。 因此，规模经营户

的纯收入可以表示为：
�Ｉｓａ，ｉ ＝ πｓａ，ｉ ＋ ｗａｍｉｎ｛ｈｓａ，ｉ，１｝ ＋ ｑτｉ ｌｉ － Ｃ ｆ （１７）

　 　 从上述分析能够看出，影响农户收入和就业选择的因素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农户进

行农业生产所获得的利润｛πｐａ，ｉ，πｆａ，ｉ，πｓａ，ｉ｝，农户农业生产中投入的劳动数量｛ｈｆａ，ｉ，ｈｓａ，ｉ｝；其次，劳
动力市场工资 ｗａ 和兼业成本 Ｃｍ；再次，农户的农业生产技术｛Ａａ，ｋ｝和固定成本 Ｃ ｆ；最后，农户将自

身土地出租获得的租金收入 τｉｑ ｌｉ。 对于任意农户 ｉ，初始的耕地面积（ ｌｉ）和土地要素市场扭曲程度

（τｉ）均已给定，无论该农户外出打工、兼业经营、全职小农还是进行规模经营，τｉｑ ｌｉ 均相同，其虽然

影响农户的收入情况，但并不会影响该农户的就业选择。
从前述分析可以知道，在其他参数给定时，农户的有效农业生产效率（ｘｉ）决定了农户农业生产

时的要素投入和利润。 有效农业生产效率越大，农户农业生产的要素投入越多，同时农业生产的利

润越高。 进一步看 ｘｉ 不仅与农户自身的农业生产效率（ ｚａ，ｉ）有关，也与其所面临的土地市场扭曲

（τｉ）有关。 当农户自身农业生产效率（ ｚａ，ｉ）与其所面临的土地市场扭曲（τｉ）服从对数正态分布时，
农户的有效农业生产效率 ｘｉ 同样服从对数正态分布：

ｌｏｇｘｉ ～ Ｎ（０，σ２
ｘ），其中，σ２

ｘ ＝ σ２
ｚ ＋ αβ

１ － α( )
２
σ２

τ ＋ ２ αβ
α － １στｚ （１８）

　 　 从农户有效农业生产效率 ｘｉ 的构成可知，租金是 ｘｉ 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市场扭曲程度会影

响农户的有效农业生产效率，进而影响农户的就业选择和技术选择，最终影响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出

水平。 结合不同就业选择时农户的收入函数，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到三个节点（ｘ１，ｘ２，ｘ３）分别使得

农户在外出打工与兼业小农、兼业小农与全职小农、全职小农与规模经营间无差异，即：
ｗａ ＝ πｐａ，ｉ（ｘ１） ＋ ｗａ － Ｃｍ

πｐａ，ｉ（ｘ２） ＋ ｗａ － Ｃｍ ＝ πｆａ，ｉ（ｘ２） ＋ ｗａｈｆａ，ｉ

πｆａ，ｉ（ｘ３） ＋ ｗａ ＝ πｓａ，ｉ（ｘ３） ＋ ｗａ － Ｃ ｆ （１９）
　 　 相应地，农户的就业选择可以表示为：

Ｏｉ ＝

ｗ，ｘ ≤ ｘｉ ＜ ｘ１

ｐａ，ｘ１ ≤ ｘｉ ＜ ｘ２

ｆａ，ｘ２ ≤ ｘｉ ＜ ｘ３

ｓａ，ｘ３ ≤ ｘｉ ≤ ｘ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２０）

　 　 ｘｉ 的上限和下限分别为 ｘ 和 ｘ。 有效农业生产效率与农户收入间的关系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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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农户的就业选择

（三）竞争均衡

在上述经济中，给定代表性个人的生产

能力｛ ｚａ，ｉ｝、土地市场扭曲程度｛τｉ｝的分布情

况 Ｇ（ｘ）和初始分配的土地规模｛ ｌｉ｝、农业和

非农生产技术｛Ａａ，Ａｎ，ｋ，Ｃ ｆ，α，β，γ｝、土地、资
本存量、农村和城镇人口数量 ｛ Ｌ， Ｋｎ， ＮＲ，
ＮＵ｝、农户兼业成本和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

｛Ｃｍ，θ｝、农产品价格｛ｐ｝，选择土地流转价格

｛ｑ｝和农业工资｛ｗａ｝，使得代表性农户纯收入

最大化，劳动力和土地市场出清。
（四）土地流转与农业生产效率

在上述定义的经济中，加总的农业全要

素生产率可以表示为：①

ｌｏｇＴＦＰ ＝ ，其中Ａｄ ＝
∫ｘ－

ｘ１
ｘｉｄＧ（ｘ） ＋ （ｋ － １） ∫ｘ－

ｘ３
ｘｉｄＧ（ｘ）( )

１－α（１－β）

∫ｘ－

ｘ１
ｘｉ ／ τｉｄＧ（ｘ） ＋ （ｋ － １） ∫ｘ－

ｘ３
ｘｉ ／ τｉｄＧ（ｘ）( )

αβ

（２１）

　 　 此处ｘｉ ＝ ｚａ，ｉτｉ
－ αβ
１ －α。 可以看出经济中的全要素生产率由两部分组成：一方面为绝对生产技术（（１ －

α）ｌｏｇ Ａａ），该部分对所有农户均相同，Ａａ越大，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越大；另一方面，资源误配情况

（Ａｄ）。 从（２１）式可以看出，资源误配的影响既包含了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τｉ），也包含了农户自

身的农业经营能力（ ｚａ，ｉ）和相应的技术水平（ｋ）。 若土地资源完全有效配置，此时对所有农户τｉ ＝
τ ＝ １，农业生产效率最高。 需要注意的是，当土地市场扭曲程度发生变化时，农户的就业行为也将

发生变化，假设在土地有效配置时农户选择从事农业和规模经营的门槛分别为ｘｅ
１和ｘｅ

３，则上述加总

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进一步表示为：

ｌｏｇ ＴＦＰｅ ＝ （１ － α）ｌｏｇ Ａａ ＋ ｌｏｇ Ａｅ，其中Ａｅ ＝ ［∫ｘ－

ｘｅ１

ｚａ，ｉｄＧ（ｘ） ＋ （ｋ － １） ∫ｘ－

ｘｅ３

ｚａ，ｉｄＧ（ｘ）］
１－α

（２２）
　 　 土地市场扭曲造成的效率损失（或消除土地市场扭曲可以得到的效率提升）可以表示为：

ΔＴＦＰ ＝ ｌｏｇ ＴＦＰｅ － ｌｏｇＴＦＰ ＝ ｌｏｇ Ａｅ

Ａｄ （２３）

　 　 土地流转将通过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影响加总全要素生产率。 首先，直接效应。 由于农户间地

租（土地边际产出）不同，土地流转使得现有农户间重新配置土地，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直接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 在上述经济中，假设不考虑农户的技术选择（ｋ ＝ １）和进入退出行为（ｘ１ ＝ ｘｅ
１），农户

的生产效率（ ｚ）与土地市场扭曲程度（τ）均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则公式（２３）可以进一步简化为：

ΔＴＦＰ ＝ １
２

αβ［１ － α（１ － β）］
１ － α σ２

τ （２４）

　 　 公式（２４）衡量了土地资源误配所带来的静态效率损失，这与 Ｈｓｉｅｈ ＆ Ｋｌｅｎｏｗ（２００９）、盖庆恩等

（２０１７）的结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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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间接效应。 一方面，土地市场扭曲影响农户是否从事农业。 在农户有效生产效率为ｘ１

时，农户在兼业和外出务工间无差异，只有高于ｘ１的农户才会从事农业生产。 农户在小农经营上的

进入和退出使其构成发生变化，农户的平均农业经营能力随之变动，从而间接影响农业生产效率。
另一方面，农户进行规模经营的利润同样与其有效农业生产效率正相关，在ｘ３处，农户在小农经营

与规模经营间无差异，高于此的农户将选择新技术进行规模经营。 τｉ的变化同时将影响农户采用

现代生产技术进行规模经营的决策，进而影响加总全要素生产率。 Ｍｉｄｒｉｇａｎ ＆ Ｘｕ（２０１４）、Ｙａｎｇ
（２０２１）都强调了要素市场扭曲会影响企业进入和退出，进而间接影响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
Ａｄａｍｏｐｏｕｌｏ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强调了土地资源误配对农户就业决策的动态影响。

三、 数据来源与模型校准

本文将分两步对模型进行校准。 首先，在理论模型基础上，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数据

推断农户农业生产能力、土地市场扭曲程度等分布参数；其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模型进行校准

获得其余参数。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体系数据。 农村固定观察点对中国农村发展具

有非常好的代表性，已在“三农”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如王璐等（２０２０）、徐舒等（２０２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明确了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基本原则，并提出“要用 ５ 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

颁证工作，解决长期存在的承包地块面积不准、四至不清、空间位置不明等问题”，这一文件对推动

后续土地流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基于中国国情，本文使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 ２０１３—２０２１
年数据进行研究，并以 ２０１３ 年为基准对模型进行校准以反映土地确权颁证前的农地配置情况，进
而分析近年来土地流转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农业生产方面，本文将农户所有农作物的产出、中间投入和土地分别加总后作为总产出、总中间

投入和总土地投入，将总产出减去中间投入作为农业增加值。 进一步考虑到样本中存在的异常值等情

况，本文按照农户的亩均产出对样本进行 １％截尾。 ２００３ 年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体系在个人信

息表中详细调查了农户家庭成员的就业情况，包括各成员在农业和外出打工的时间和收入。 本文将年龄

处于 １６—６０ 岁且非在读学生定义为劳动力，将家庭劳动力在农业部门、非农部门的劳动时间分别加总作

为家庭总的农业劳动时间和外出务工时间。 本文将所有时间均投入到外出务工的农户定义为外出务工

户，全部劳动力时间投入到农业中的农户为农业生产户，其中经营面积大于 １００ 亩的为规模经营户，①小

于 １００ 亩的为全职小农户，同时从事农业生产和务工的为兼业农户。
（二）模型校准

前述理论模型中所需的参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农业生产函数（Ａａ，ｋ，α，β，Ｃ ｆ），农户土地和

农业经营能力的分布情况（σ２
τ，σ２

ｚ ，στｚ），农产品的价格（ｐａ），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θ），农户兼业成

本（Ｃｍ），非农部门的生产函数（Ａｎ，Ｋｎ，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土地资源禀赋（ ｓＵ，Ｌ）。 我们分两

步校准本文的模型，首先基于农业生产实际情况确定土地市场扭曲与农户农业生产效率的分布情

况，进而在此基础之上确定其他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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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中，对于规模农业经营户采用了如下定义：“规模农业经营户指具有较大农业经营规模，以商品化

经营为主的农业经营户。 规模化标准为：种植业：一年一熟制地区露地种植农作物的土地达到 １００ 亩及以上、一年二熟及以上地

区露地种植农作物的土地达到 ５０ 亩及以上、设施农业的设施占地面积 ２５ 亩及以上。”基于此，本文将农户种植面积小于 １００ 亩的

定义为小农户。



农业生产函数（α、β）。 对于农业生产函数，Ｃａｏ ＆ Ｂｉｒｃｈｅｎａｌｌ（２０１３）研究表明中国农业生产中

土地和劳动的收入份额分别为 ０. ３６ 和 ０. ４６，后续研究如盖庆恩等（２０１７）、Ａｄａｍｏｐｏｕｌｏ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等均采用此参数。 基于此，本文选择 α ＝ ０. ８２，β ＝ ０. ４６ ／ ０. ８２ ＝ ０. ５６。

农户农业生产效率和土地市场扭曲的分布（σ２
τ，σ２

ｚ ，στｚ）。 从前文分析可见，农户将基于土地市场

和农业生产效率进行选择。 我们首先根据样本农户的选择来推断整体农户的情况。 假设规模经营户

占比为ｓｓａ，外出务工农户占比为ｓｗ，小农户占比为（１ － ｓｓａ － ｓｗ），分别记ｂｌ ＝Φ － １（ ｓｗ），ｂｈ ＝Φ － １（ ｓｓａ），
此处Φ － １（·）为标准正态分布累积密度函数 Φ（·）的逆函数。 假设某一随机变量 Ｊ 服从标准正

态分布（Ｊ ～ Ｎ（０，１）），则该变量在任意取值区间［ｂｌ，ｂｈ］上的条件期望和条件方差可表示为：

Ｅ（Ｊ ｜ ｂｌ ≤ Ｊ ＜ ｂｈ） ＝ ϕ（ｂｌ） － ϕ（ｂｈ）
Φ（ｂｈ） － Φ（ｂｌ）

＝ Ｅ１ （２５）

Ｖａｒ（Ｊ ｜ ｂｌ ≤ Ｊ ＜ ｂｈ） ＝ １ ＋ （ － ｂｈ）ϕ（ｂｈ） ＋ ｂｌϕ（ｂｌ）
Φ（ｂｈ） － Φ（ｂｌ）

＝ Ｖ１ （２６）

　 　 其中，ϕ（·）和Φ（·）分别为标准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和累积密度函数。 结合农户就业选择，
对于小农户可以得到以下关系：

Ｍ１（小农户农业产出的均值）：

Ｅ（ｌｏｇ（ｐａ ｙａ） ｜ Ｏｉ ＝ ａ） ＝ Ｅ（ｌｏｇ（ｐａ ｙａ） ｜ ｂｌ ≤ ｌｏｇｘ
σｘ

＜ ｂｈ） ＝ ｌｏｇ
Ｃπ

１ － α ＋ σＸ Ｅ１ （２７）

　 　 Ｍ２（小农户农业产出的方差）：

Ｖａｒ（ｌｏｇ（ｐａ ｙａ） ｜ Ｏｉ ＝ ａ） ＝ Ｖａｒ（ｌｏｇ（ｐａ ｙａ） ｜ ｂｌ ≤ ｌｏｇｘ
σｘ

＜ ｂｈ） ＝ σｘ
２ ｘ１ （２８）

　 　 Ｍ３（小农户土地生产率的均值）：

Ｅ ｌｏｇ τｉｑ
αβ

æ
è
ç

ö
ø
÷｜ Ｏｉ ＝ ａæ

è
ç

ö
ø
÷ ＝ Ｅ ｌｏｇ τｉ ＋ ｌｏｇ ｑ

αβ( )｜ Ｏｉ ＝ ａ( ) ＝ ｌｏｇ ｑ
αβ( ) ＋ στ ρτｘ Ｅ１ （２９）

　 　 其中，ρτｘ ＝
１

στσｘ

αβ
α － １σ

２
τ ＋ στｚ

æ

è
ç

ö

ø
÷。

Ｍ４（小农户土地生产率的方差）：

Ｖａｒ ｌｏｇ τｉｑ
αβ

æ
è
ç

ö
ø
÷｜ Ｏｉ ＝ ａæ

è
ç

ö
ø
÷ ＝ Ｖａｒ ｌｏｇ τｉ ｜ ｂｌ ≤

ｌｏｇｘ
σｘ

＜ ｂｈ( ) ＝ σ２
τ［ρτｘ２（Ｖ１ － １） ＋ １］ （３０）

　 　 Ｍ５（小农户农业产出与土地生产率的协方差）：

Ｃｏｖ ｌｏｇ τｉｑ
αβ

æ
è
ç

ö
ø
÷，ｌｏｇ ｐａ ｙａ ｜ Ｏｉ ＝ ａæ

è
ç

ö
ø
÷ ＝ Ｃｏｖ ｌｏｇ τｉｑ

αβ
æ
è
ç

ö
ø
÷，ｌｏｇ ｐａ ｙａ ｜ ｂｌ ≤ ｌｏｇｘ

σｘ
＜ ｂｈæ

è
ç

ö
ø
÷ ＝ στ σｘ ρτｘ Ｖ１

（３１）
　 　 我们选择农户的土地市场扭曲与农业生产效率（σ２

τ，σ２
ｚ ，στｚ）同时满足矩条件 Ｍ２、Ｍ４ 和 Ｍ５，而在

估计得到相应的参数之后，根据 Ｍ３，可以推断出农地流转的平均价格（ｑ），而基于 Ｍ１，进一步得到农

户农业产出中的常数项 ｌｏｇ Ｃπ。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知道，ｌｏｇ Ｃπ是农业生产效率（Ａａ）、土地产出弹性

（α）、农产品价格（ｐ）及土地市场价格（ｑ）的函数。 因此，基于 ｌｏｇ Ｃπ可以得到农产品市场价格（ｐａ）
与农业部门生产效率（Ａａ）间的关系。 本文假设农产品的价格外生给定且标准化为 １（ｐ ＝ １），进而

计算得到相应的Ａａ。 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中 ２０１３ 年农户就业和农业生产情况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土地市场扭曲与农业生产效率的分布情况

参数 参数含义 参数数值

ｓｗ 外出务工农户比例 ０. ５０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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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参数 参数含义 参数数值

ｓｐａ 兼业小农比例 ０. ３９６７

ｓｆａ 全职小农比例 ０. ０９１８

ｓｓａ 规模经营户比例 ０. ００５９

Ｅ（ ｌｏｇ（ｐａｙａ）） 农户农业产出均值 ８. ６９３６

Ｖａｒ（ ｌｏｇ（ｐａｙａ）） 农户农业产出方差 １. ０５９２

Ｅ（ ｌｏｇ（τｉｑ ／ αβ）） 农户土地生产率均值 ６. ６９４６

Ｖａｒ（ ｌｏｇ（τｉｑ ／ αβ）） 农户土地生产率方差 ０. ５４５６

Ｃｏｖ（ ｌｏｇ（ｐａｙａ），ｌｏｇ（τｉｑ ／ αβ）） 农户农业产出和土地生产率的协方差 ０. ４２６４

　 　 规模经营参数（ｋ，Ｃ ｆ）。 根据农户生产决策，规模户与小农户经营规模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ｌｓａ
ｌａ

＝
∫ｘ
ｘ３
（ ｌｉ ｜ Ｏｉ ＝ ｓａ）ｄＧ（ｘ）

∫ｘ３
ｘ１
（ ｌｉ ｜ Ｏｉ ＝ ａ）ｄＧ（ｘ）

＝
ｋＥ（ｘｉ ｜ Ｏｉ ＝ ｓａ）
Ｅ（ｘｉ ｜ Ｏｉ ＝ ａ） （３２）

　 　 此处，ｌｓａ为规模户的平均耕种面积，ｌａ为小农户的平均耕种面积，ｌｓａ ／ ｌａ为规模经营户与小农户

土地经营面积之比。 现代生产技术参数（ｋ）通过如下公式得到：

ｋ ＝
ｌｓａ
ｌａ
／
Ｅ（ｘｉ ｜ Ｏｉ ＝ ｓａ）
Ｅ（ｘｉ ｜ Ｏｉ ＝ ａ） （３３）

　 　 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显示，规模经营户与传统农户经营规模之比为 １３. ００７５。 结合公式

（３２）和（３３）得到规模经营户的生产技术参数：ｋ ＝ １. ５８９８。 根据农户选择条件，处于边界上的农户

（ｘ３）在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间无差异，即：
πｆａ，ｉ（ｘ３） ＋ ｗａ ＝ πｓａ，ｉ（ｘ３） ＋ ｗａ － Ｃ ｆ （３４）

　 　 由此可以校准得到现代农业技术的固定投入成本Ｃ ｆ ＝ １． ５５２０ × １０４。
农户兼业成本（Ｃｍ）。 在有效农业生产效率ｘ１处，农户在外出务工和兼业间无差异，即：

ｗａ ＝ πｐａ，ｉ（ｘ１） ＋ ｗａ － Ｃｍ （３５）
　 　 由此能够得到劳动力转移的固定成本Ｃｍ ＝ πｐａ，ｉ（ｘ１） ＝ ２６１. ４００４。

非农生产函数（Ａｎ，Ｋｎ，γ）。 对非农部门，γ 衡量了非农生产中的劳动收入份额，γ 越大，劳动收

入份额越高，γ 越小劳动收入份额越低。 Ｂａｉ ＆ Ｑｉａｎ（２０１０）基于多种方法测算了中国经济的劳动收

入份额，发现中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在 ０. ４６ 至 ０. ６１ 之间，本文选择 γ ＝ ０. ５。 根据非农部门生

产函数，能够得到非农部门劳动生产效率的表达式为：

ｙｎ ＝ Ａｎ
Ｋｎ

Ｙｎ

æ
è
ç

ö
ø
÷

１－γ

（３６）

　 　 Ｊｏｎｅｓ（２０１６）等发现经济中的资本产出比稳定在 ３ 左右，本文同样假设资本产出比为 ３。 由《中
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３ 年全国增加值为 ５６. ８８ 万亿，总劳动力数量为 ７. ７０ 亿，农业部门增加值为 ５. ７０
万亿，农业劳动力数量为 ２. ４２ 亿，这意味着非农部门与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之比为 ４. １１３８，由此

得到非农部门的生产效率：Ａｎ ＝ １４８. ０９６８。 ２０１３ 年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 ３５. ９％ ，①结合前文

农村户籍人口的就业选择可以得到非农部门的劳动力数量和产出（Ｙｎ），计算得到人均资本存量Ｋ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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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ｎｇｘｉａｏ． ｆｕｄａｎ． ｅｄｕ． ｃｎ ／ ８６ ／ ８ａ ／ ｃ１１５７２ａ９９９７８ ／ ｐａｇｅ． ｈｔｍ。



６． ４１４２ × １０５。
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θ）。 给定农业和非农部门生产函数，部门间劳动力市场扭曲满足：

ｗａ ＝ （１ － θ） ｗｎ （３７）
　 　 由此能够得到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θ ＝ ０. ８２４６。

初始土地分配情况（ ｌ－ ｉ）。 在上述经济中，人均土地面积为：

ｌ－ ＝ ｓｓａＥ （ ｌｉ ｜ Ｏｉ ＝ ｓａ） ＋ ｓａＥ （ ｌｉ ｜ Ｏｉ ＝ ａ） ＝ ６. ２４９２ （３８）
　 　 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农村土地按照家庭规模进行平均分配。 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土地质量

存在差异，农户的土地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平均分配。 与 Ｃｈｅｎ（２０１７）相似，本文假设家庭承包责任

制下农户分配到的土地规模与其农业生产效率间有如下关系：
ｌｏｇ ｌ－ ｉ ＝ ｌｏｇ ｌ－ ＋ δｌｏｇ ｚａ，ｉ ＋ εｉ （３９）

　 　 其中， ｌ－ 为全国人均土地面积， ｌ－ ｉ为农户承包的土地面积，ｌｏｇ ｚａ，ｉ为该农户农业生产效率的对

数，εｉ为残差项且服从正态分布，即εｉ ～ Ｎ ０，σ２
ε( )。 δ 衡量了农户农业生产效率与其承包土地面积

间的关系，盖庆恩等（２０２０）的研究表明二者的相关系数为 － ０. １０。 基于此，我们取 δ ＝ － ０. １０。 残

差项（δｉ）的均值和方差分别为：
Ｅ（εｉ） ＝ ０，Ｖａｒ（εｉ） ＝ σ２

ｌ － δ２σ２
ｚ （４０）

图 ２　 农户经营规模分布情况比较

　 　 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 ２０１３ 年数据能够得到，当
年全国农户承包土地面积的方差为 Ｖａｒ （ ｌｏｇ ｌ－ ｉ ） ＝
１. １１０３。 结合前文结果，可以得到残差项的方差

Ｖａｒ（εｉ） ＝０. ９４６９。
通过上述过程可以校准得到模型所需的所有参

数，具体结果见表 ２。 土地规模是影响农户农业生产

的重要因素。 在对模型校准之后，我们进一步比较了

模型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中的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情

况，具体见图 ２。 从图中可以看出，本文的模型能够很

好地匹配现实中的农户土地分布情况。 全国农村固定

观察点数据显示，２０１３ 年全部农户中经营规模小于 １５
亩的占比达到 ８０. ８０％ ，而经营规模大于 １５ 亩的农户

占比仅为 １９. ２０％ 。 本文的模型显示出了高度相似的

分布情况，经营规模小于 １５ 亩的农户占比为 ７８. ５９％ ，经营规模大于 １５ 亩的农户占比仅

为 ２１. ４１％ 。
表 ２ 参数校准结果

参数 参数含义 数值

土地与生产效率分布

σ２
τ 土地市场扭曲（ ｌｏｇ）的方差 ０. ９２２３

σ２
ｚ 农户农业生产效率（ ｌｏｇ）的方差 １６. ３３６５

στｚ 农户农业生产效率与土地市场扭曲的协方差 ３. ７１５１
农业与非农生产函数

α 土地与劳动收入份额之和 ０. ８２００
β 土地收入份额占比 ０. ５６００
Ａ１ － α

ａ 农业生产效率 ２０１１. ６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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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参数 参数含义 数值

ｋ 现代农业技术生产效率 １. ５８９８
Ｃｆ 现代农业技术固定投入成本 １. ５５２０ × １０５

Ａｎ 非农生产效率 １４８. ０９６８
γ 非农部门劳动收入份额 ０. ５０００
Ｋｎ 人均资本存量 ６. ４１４２ × １０５

劳动力市场相关参数

θ 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 ０. ８２４６
Ｃｍ 劳动力转移固定成本 ２６１. ４００４

土地资源禀赋

ｌ 农村户均耕地面积 ６. ２４９２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ｓＵ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０. ３５９０

四、 定量分析

本部分将在前文理论模型基础上进行定量分析。 一方面，定量评估土地流转对农户行为和农

业生产的影响；另一方面，结合劳动力市场改革、农产品价格调整等对相关政策进行模拟，分析不同

政策对农户转型和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一）土地流转的影响

按人口平均分配是家庭承包责任制下中国农户农地分配的基本原则。 在家庭承包责任制实施

之初，假设不存在农地流转市场，农户将无法通过农地流转来进行农地配置。 而在原有的制度下，
为了维持对土地的平均分配，农户若外出打工则其土地将被收回并平均分配给从事农业生产的农

户。 由于农户承包土地免费，因此土地使用的边际成本为 ０，若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其会将所有土

地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农业生产函数为：
ｙａ，ｉ ＝ （Ａａ ｚａ，ｉ） １－α （ ｌｉ β ｈａ，ｉ

１－β） α （４１）
　 　 从公式（４１）可以看出，当土地无法进行流转时，决定农户是否从事农业生产的核心因素为农

户的农业综合生产效率φｉ ＝ ｚａ，ｉ１ － α ｌｉ αβ。 此时若农户选择兼业，则农户的收入为：
Ｉｐａ ＝ ｐｙａ，ｉ ＋ ｗａ（１ － ｈａ，ｉ） － Ｃｍ （４２）

　 　 农户外出务工的收入为ｗａ，假设农业综合生产效率φ－时农户在两者之间选择无差异，则：

φ－ ＝ Ｃｍ

１ － α（１ － β）
æ
è
ç

ö
ø
÷

１－α（１－β） ｗａ

α（１ － β）
æ
è
ç

ö
ø
÷

α（１－β）

（ｐ Ａ１－α
ａ ） －１ （４３）

　 　 若农户的有效农业生产效率φｉ ＞ φ－ ，则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否则农户将外出打工。
相比于允许土地流转，给定农户初始土地分配，当土地无法流转时，由于特殊的土地制度安排，

农户农业生产的进入门槛更低，经济中外出务工农户占比下降；而且由于采用现代生产技术的农户

比例更低，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更小，将大大降低农业生产效率。 表 ３ 中第（２）列报告了当土地流转

市场不存在时的农户就业和农业生产情况。 保持其他参数不变，当土地无法流转时，仅有 ６. ４０％
的农户选择外出打工，较 ２０１３ 年外出打工比例下降 ４４. １６％ ，但是兼业小农的比例却大大增加，有
８９. ４６％的农户选择同时进行农业生产和外出务工，兼业小农是农户的主要形式。 由于土地规模的

限制，农户无法获得足够的土地进行规模经营，使用现代技术进行生产的农户比例为 ０。 定量估计

显示，给定初始土地资源配置，若无土地流转，兼业小农和全职小农的进入门槛为 － １５. ６１３８和
５４１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



－ ４. ４１９６，农户平均的生产效率仅为 ０. ４１７９。 兼业小农与全职小农的平均经营规模将从当前的

７. ６２１４ 亩和 ２５. ８５８８ 亩分别下降至 ６. ４３９０ 亩和 １１. ８２５４ 亩，农户的平均经营规模从 １２. ６３９６ 亩下

降至 ６. ６７７５ 亩。 在上述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将从 １０. ９２６９ 下降至

１０. ４１９４，下降了 ３９. ８０％ 。
表 ３ 土地流转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基准模型 初始配置 当前配置 有效配置

（２０１３ 年） （１９７８ 年） （２０２１ 年） （未来）

农户就业情况

其中：外出务工 ０. ５０５６ ０. ０６４０ ０. ５４９２ ０. ９２１０

兼业小农 ０. ３９６７ ０. ８９４６ ０. ３５１８ ０. ０５７７

全职小农 ０. ０９１８ ０. ０４１４ ０. ０９０４ ０. ０１６１

规模经营户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０８６ ０. ００５３

农户平均经营规模（亩） １２. ６３９６ ６. ６７７５ １３. ８６１９ ７９. ０８１７

其中：兼业小农 ７. ６２１４ ６. ４３９０ ６. ６９１６ １. ３８６８

全职小农 ２５. ８５８８ １１. ８２５４ ２６. ３３６６ １３. ０６６５

规模经营户 １４３. ７２７６ １７５. １２８６ １１２４. ４０００

经营土地面积占比

其中：兼业小农 ０. ４８３８ ０. ９２１６ ０. ３７６７ ０. ０１２８

全职小农 ０. ３８００ ０. ０７８３ ０. ３８１０ ０. ０３３６

规模经营户 ０. １３６３ ０. ２４２３ ０. ９５３６

农业生产进入门槛（ ｌｏｇｚ）

其中：兼业小农 － ６. ８９６２ － １５. ６１３８ － ４. ３１１７ ５. ７０２７

全职小农 － １. ４３９７ － ４. ４１９６ － ０. １２３４ ８. １９４０

规模经营户 ４. ５０６９ ５. １９６３ １０. ３１４４

农户平均农业生产效率 ３. ００６５ ０. ４１７９ ３. ３７１０ ７. ５３１４

其中：兼业小农 ２. １２６０ ０. １２８３ ２. ４１９０ ６. ７３３８

全职小农 ６. ３２０６ ６. ６６７０ ６. ４００５ ９. ０４６７

规模经营户 １０. ５９５９ １０. ４２４２ １１. ６１３４

土地生产率 ２. ５３６８ １. ８９８７ ２. ６２９１ ４. ３７０５

劳动生产率 ９. ６８０２ ９. ６３９２ ９. ７００５ ９. ８１２６

全要素生产率 １０. ９２６９ １０. ４１９４ １１. ０８５２ １１. ６２１８

　 　 ２０１３ 年以来，随着农地确权颁证的逐步完成，土地流转日益活跃。 《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

报》显示，２０１３ 年，全国耕地流转面积 ３. ４１ 亿亩，２０２１ 年底，全国耕地流转面积达到 ５. ５５ 亿亩，①

较 ２０１３ 年上升了 ２. １４ 亿亩。 土地流转是提高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路径，随着土地流转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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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扩大，农地经营规模和配置效率也随之提高。 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如浙江、贵州）数据显示相

比 ２０１３ 年，２０２１ 年农户平均经营规模上升了 ９. ６７％ ，结合本文估计结果，这意味着该年农户土地

经营规模为 １３. ８６１９ 亩。 基于前述理论框架，本文进一步估计了中国农业土地资源配置情况，具体

可见表 ３ 第（３）列。 从中可以看出，随着土地流转的深入，外出务工农户占比上升，达到 ５４. ９２％ ，
同时小农户占比略有下降，规模经营户占比略有上升，达到 ０. ８６％ ；土地流转带动了农户平均经营

规模的变化，兼业小农经营面积下降至 ６. ６９１６ 亩，而规模经营户的平均土地经营面积达到

１７５. １２８６ 亩；在土地流转背景下，农地扭曲程度有所下降，各类农户农业生产的门槛有所上升，农
户平均农业生产效率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３. ００６５ 上升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３. ３７１。 ２０１３—２０２１ 年间的土地流转

使得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上升了 １７. １５％ 。
本文进一步估计了未来农地市场改革对农户转型和农业生产的影响，结果可见表 ３ 第（４）列。

若农地可以进一步有效配置，由于选择效应，原有经营能力较低的农户将退出农业，农业生产中农

户的平均生产效率提高，从当前的 ３. ００６５ 上升至 ７. ５３１４，而农户平均经营规模从 １２. ６３９６ 亩上升

至 ７９. ０８１７ 亩，尤其是规模经营户的土地经营面积持续扩张，户均经营规模达到 １１２４. ４０００ 亩，是
当前经营规模的 ６ 倍多。 土地有效配置的情况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将较 ２０１３ 年提高 １００. ３５％ ，
较 ２０２１ 年提高 ７１. ０２％ 。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比较了不同土地流转情况下的农户规模分布，具体可见图 ３。
从农户构成看，不同情况下的差异较小。 即使土地资源有效配置，小于 １０ 亩的小农户从数量上

看仍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平均占比在 ８０％左右。 但是，土地经营方面则呈现完全不同的景象。 土

地有效配置下农地将向规模户集中，其中经营面积大于 ２００ 亩的农户经营面积占全部土地面积

的 ９０％以上，使用现代生产技术进行经营的农户经营土地面积占比将达到 ９５. ３６％ ，较当前水平

提高 ８１. ７３ 个百分点。 整体而言，从农户结构上看，小农户仍然是农业生产的主流，但从土地配

置上看，土地将继续向规模户集中。 因此，土地流转仍将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村土地工作的

主要内容。

图 ３　 不同土地分配方式下的农户和土地分布

（二）不同政策的影响

从前文分析能够看出，农户的就业选择和农业生产行为还受到劳动力市场改革等方面的影响。
因此，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上述政策变化对农户转型和农业生产的影响，最终结果可见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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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改革。 假设劳动力市场改革，而土地市场不变。 表 ４ 显示，在改革劳动力市场的同

时，若不改革土地市场（θ ＝ ０，σ２
τ不变），兼业小农的进入门槛将从 － ６. ８９６２ 上升至 － ４. ３１１７。 但

是，由于土地资源误配程度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基本保持不变。 若同时对土地

市场进行改革，此时尽管由于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降低使得农业劳动力外出，但改革后土地资源误

配程度降低，高效率农户对土地需求大大增加将使得土地价格上升，二者共同作用下农业的选择效

应增强，农户进行农业生产和规模经营的门槛大大提高，农户农业平均经营效率也将提高。 在此情

况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较 ２０１３ 年将提高 ９９. ７５％ 。 对比两种不同的改革措施发现，若能够兼顾

劳动和土地两个市场可以取得更好的改革效果，意味着当前农村的改革中需要统筹两个市场，协同

改革才能够产生最好的效果。
农产品价格变化。 当农产品价格上升时，若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由于农产品价格上升，农业生

产的利润提高，吸引更多的农户进行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的门槛降低，从而拉低了农户平均农业生

产能力，降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但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对小农户和规模经营户的影响程度存在差

异。 农产品价格上升，规模户的利润增加更多，这将促使现有规模经营户扩大生产规模，同时吸引

更多农户选择采用现代生产技术从事规模经营，有利于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综合来看，农产品

价格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取决于农户生产能力下降与农户技术采用的相对强度。 为此，我
们分别模拟了农产品价格上涨和下跌 ２０％情况下的农户转型和农业生产情况。 结果显示，若农产

品价格上升 ２０％ ，外出务工农户比例从 ０. ５０５６ 下降至 ０. ４５３１，下降了 ５. ２５ 个百分点，而规模经营

户占比则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０. ５９％上升至 ０. ８５％ ，全职小农和规模经营户的进入门槛均有所下降，与预

测相符，所有农户的平均农业生产效率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３. ００６５ 下降至 ２. ６９９７，下降了 ２６. ４２％ ，而全

要素生产率基本保持不变。 当价格下降时，情况刚好与此相反，由于农产品价格下降，此时外出务

工变得更有吸引力，务工农户比例将上升，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户占比下降，农业生产门槛有所上升，
农户平均农业生产效率上升至 ３. ４０１０，较 ２０１３ 年提高 ４８. ３６％ 。

农业补贴。 补贴是当前中国农业政策的主要内容，对保障粮食安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许庆等，２０２２；高鸣和魏佳朔，２０２２）。 从实际操作看，农业补贴方式可以分为定额补贴和基于面

积的补贴两种形式。 首先，定额补贴。 对现代技术的固定投入成本（Ｃ ｆ）进行补贴并未改变农户土

地的边际成本，因此并不影响已有规模经营户的土地经营规模。 但是由于采用新技术的成本降

低，会促使更多农户采用新技术进行规模经营。 其次，基于面积的补贴使得农户土地流转的边际

表 ４ 不同政策对农户就业和农业生产的影响

劳动力市场改革 价格调整 补贴 技术进步

θ ＝ ０，
σ２

τ不变

θ ＝ ０，
σ２

τ ＝ ０
Ｐａ↑２０％ Ｐａ↓２０％ Ｃｆ↓２０％ ｑ↓２０％ Ａａ↑２０％ ｋ↑２０％

农户就业情况

其中：外出务工 ０. ６７６０ ０. ９４７９ ０. ４５３１ ０. ５６９７ ０. ５０７４ ０. ５５０４ ０. ４９６１ ０. ５１４９

　 　 兼业小农 ０. ３２００ ０. ０４７９ ０. ４２７２ ０. ３５５７ ０. ３９５７ ０. ３７０６ ０. ４０２４ ０. ３９１８

　 　 全职小农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１４ ０. １１１３ ０. ０７０９ ０. ０８８８ ０. ０６６２ ０. ０９５２ ０. ０８２８

　 　 规模经营户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８５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０８２ ０. ０１２９ ０. ００６３ ０. ０１０５

农户平均经营规模 １９. ２８９０ １１９. ９５５４ １１. ４２６０ １４. ５２２１ １２. ６８５０ １３. ８９８３ １２. ４０１１ １２. ８８３１

其中：兼业小农 １７. ５４６５ ６. ８５８４ ６. ４７９４ ９. ３７１２ ７. ５７２４ ６. ４３０６ ７. ３９９１ ７. ３８４７

８４１

盖庆恩等：从小农户经营到规模经营：土地流转与农业生产效率



续表 ４
劳动力市场改革 价格调整 补贴 技术进步

θ ＝ ０，
σ２

τ不变

θ ＝ ０，
σ２

τ ＝ ０
Ｐａ↑２０％ Ｐａ↓２０％ Ｃｆ↓２０％ ｑ↓２０％ Ａａ↑２０％ ｋ↑２０％

　 　 全职小农 ９８. ５０４０ ７０. ６１７６ ２１. ９７７９ ３１. ８１５８ ２４. ９１０１ １８. １０８６ ２５. １１６２ ２３. ５２１４

　 　 规模经营户 ２５７. ８９９０ ２０５３. ４０００ １２１. ９０４１ １７７. ４９１５ １２７. ６７６２ ２０７. ２０９６ １３９. ６１７７ １３３. ９９７６

农户农业生产效率门槛

其中：兼业小农 － ４. ３１１７ ６. ５６４１ － ６. ８９６２ － ６. ８９６２ － ６. ８９６２ － ６. ８９６２ － ６. ８９６２ － ６. ８９６２

　 　 全职小农 ５. ５３８８ １０. ６３４９ － １. ８３２８ － １. ２５８０ － １. ４３９７ － １. ４３９７ － １. ４３９７ － １. ４３９７

　 　 规模经营户 ６. １５５３ １１. １７６６ ３. ８７３７ ５. ５３８８ ３. ８７３７ ２. ２０５９ ４. ５０６９ ３. ４８２４

农户平均农业生产效率 ４. １３２０ ８. ２６７１ ２. ６９９７ ３. ４０１０ ３. ０１６９ ３. ２７８６ ２. ９５０２ ３. ０６２２

其中：兼业小农 ４. ０４６４ ７. ９４６６ １. ７１３９ ２. ６３７８ ２. １４０６ ２. ４９６２ ２. ０５１３ ２. ２０５０

全职小农 １０. ３６４９ １０. ８８６６ ５. ９１５２ ６. ８２５９ ６. ２６２８ ６. ６２６０ ６. ２４７８ ６. ２５４５

规模经营户 １２. １９４０ １２. ４０５５ １０. １４７３ １１. １３７１ １０. １９９０ ８. ５８８０ １０. ５２０７ ９. ８７８７

土地生产率 ２. ９５９５ ４. ７８７１ ２. ４３５９ ２. ６７５７ ２. ５４０４ ２. ６３１８ ２. ５１７８ ２. ５５５９

劳动生产率 １１. ３４９６ １１. ３５９６ ９. ５２１６ ９. ８８１７ ９. ６８１０ ９. ６８９２ ９. ６８４０ ９. ６８６３

全要素生产率 １０. ９３６９ １１. ６１８８ １０. ９２６７ １０. ９２８７ １０. ９３４４ １１. ００１６ １０. ９５９５ １０. ９７８２

成本下降，由于规模经营户的土地租金下降，农户的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土地成本的下降吸

引更多的农户采用现代生产技术进行规模经营。 若对固定投入成本补贴 ２０％ ，规模经营户占比将

上升至 ０. ８２％ ；直接补贴土地流转费用 ２０％ ，规模户占比上升至 １. ２９％ 。 上述两种补贴均使得农

户进行规模经营的门槛大大降低，由于规模经营户的能力远高于兼业小农和全职小农，因此农户整

体农业经营能力得到提高。 在此情况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其中定额补贴

２０％时，全要素生产率将提高 ０. ７５％ ，而对土地租金补贴 ２０％ ，全要素生产率可提高 ７. ７６％ 。 上述

分析表明规模经营补贴有助于提高农户经营规模，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与许庆等（２０２１）的
研究结论相同。 因此，规模经营补贴有助于保障粮食安全，基本达到政策目标。

农业技术进步。 根据前文分析，农户的农业生产技术有两种：通用生产技术（Ａａ）和规模经营

生产技术（ｋ），其中通用生产技术没有门槛为所有农户所共有，其技术水平随时间推移逐步上升；
而现代生产技术（ｋ）有固定投入成本，只有规模经营下才会被采用。 定量分析表明，若农业生产技

术上升 ２０％ ，规模经营户占比将上升至 ０. ６３％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将上升 ３. ３１％ 。 不同于基本生

产技术，现代生产技术仅影响规模经营户，在固定投入成本不变时，现代技术水平提高能够降低规

模经营门槛，更多的农户将进行规模经营，农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将上升。 若现代生产技术上升

２０％ ，则规模经营户占比将上升至 １. ０５％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将提升 ５. ２６％ 。

五、 结　 论

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是影响农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 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农村土地平均分

配，造成土地资源误配。 随着土地确权颁证逐步完成，土地流转与日俱增，农户规模经营渐成趋势，
中国农业生产正处于从小农户向规模经营的转型中。 农地改革带来的土地流转不仅直接提高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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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配置效率，而且伴随着土地流转，农户的就业和技术选择等也随之发生变化，从而间接影响农

业生产效率。 本文立足于中国从小农户向规模经营转型这一特定事实，通过理论模型刻画了农户

就业和技术使用的决策机制，明晰了土地流转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机理，并使用全国农村固定观

察点数据定量评估了土地流转对农户转型和农业生产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 ２０１３
年，近年来土地流转使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 １７. １５％ ；未来，若土地得到有效配置，中国将实现

从小农经营向规模经营转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高 ７１. ０２％ 。
本文的理论和定量分析表明，消除农村土地流转障碍，完善土地流转市场是加快小农户向规模

经营转型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亟须完成的重点任务。 因此，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深化农

村土地制度改革，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对于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实现

农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农村土地制度深化改革的方向，一是要在扎实搞好土地确权的基础上，
稳步推进赋权，有序实现活权，全面施行 ２０２３ 年发布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办法》，规范农村

土地流转，促进农地向适度规模经营户集中；二是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消除市场中的扭

曲性因素，建设好农村土地流转交易平台，规范土地流转合同，让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

作用。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劳动力市场改革、农产品价格、农业补贴和技术进步等均会影响农户转型

和农业生产效率。 首先，劳动力市场改革和土地市场改革两者必须统筹协同推进，方能实现最佳效

果。 本文模拟结果显示，若单方面改革劳动力市场，那么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将基本保持不变，农业

总产出则可能因要素成本上升而出现下降；若能够协同推进两个市场的改革，那么二者共同作用将

带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总产出共同增长的双赢局面。 因此，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同时，必须

同步推进劳动力市场改革，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劳动力市场歧视，降低农村劳动力转移成

本。 通过联动改革，优化劳动力就业选择和农业技术升级，实现农村要素资源配置效率的稳步提

高，保障粮食安全，助力农业强国建设。 其次，农产品价格波动是农业总产出和农业生产效率波动

的重要原因之一，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必须稳定产品价格和保障农户种植收益。 本研究模

拟结果显示，农产品价格下降将导致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虽然农户平均农业生产效率因此而

获得提升，但农户规模化转型进程受到制约，总产出可能存在大幅下降的风险。 因此，在深化改革

的同时，要注重保持农产品价格稳定。 要贯彻执行 ２０２３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一系列保障措施，
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再次，差异化补贴是助推农户向规模经营转型和提升农业生产

效率的重要手段。 本文发现，相比于定额补贴，基于经营规模的补贴政策更有助于农户从小农经营

向规模经营转型，同时农业总产出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幅度也更大。 本文的研究发现为进一步

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提供了方向指引，在实际改革中需要因地制宜，根据政策实施目标，有针对性调

整农业补贴的幅度和方式，精准施策。 最后，无论是通用生产技术进步，还是规模经营生产技术进

步，对于助推农户向规模经营转型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均至关重要，在农业强国建设中需要进一步

从多个方位提升中国农业技术实力，增强农业发展动力。
本文重点关注小农户向规模经营转型中土地流转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在土地流转的

直接资源配置效应之外，强调了土地流转对农户就业和技术选择的影响。 未来的研究可以将土

地流转置于更广阔的视角，一方面，在两部门框架下研究土地流转对结构转型和宏观经济增长

的影响；另一方面，考虑农户在农业生产结构、风险偏好等方面的异质性，在空间一般均衡框架

下研究土地流转对农业生产布局、种植结构变迁等的影响，进而更加深刻地理解土地流转的意

义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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